
《淮南子》在哲学上，对生命赖以

存在流变的自然之“气”极为重视。

“气”作为一种生命要素，从老庄以来

就得到不同程度的阐释，形成具有鲜

明道家特色的“养气”思想。老子虽

对“养气”谈论较少，但已从宇宙生

成与养生技术的角度，对“气”有所

论述。庄子更是着眼于主体精神的自

由状态，阐言养“气”以得道的生命

哲学及境界。《淮南子》对“气”的认

识，主要渊源于老庄，同时也受到先

秦阴阳家、儒家“气”论思想的影响。

“养气”与个人生命
的生发

在中国思想史上，《淮南子》是较

早明确提出“气”化论宇宙观的著

作。《淮南子》“气有涯垠，清阳者薄

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的

“宇宙生气”思想，为生命创设了一种

自然主义的生存图景，使人类作为主

体化的生命存在得以与“气”的宇宙

构成要素建立起内在沟通关系。

《淮南子》 认为，“气”的产生与

作用促使世界从“虚无寂寞”的原初

状态，逐渐演进到“阴阳错合”的和

谐状态，并在此过程中化形而成自然

事物。基于这种“气”化论的世界演

生理念，《淮南子》推阐老子“万物负

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不

仅 将 形 上 之 “ 道 ” 落 实 于 形 下 之

“气”的具体承载，更是将“道”在运

动中所具有的生化万物的动力机制和

生成态势开显出来，使宇宙创生有了

逻辑展开的可能，进而认为世界万物

都是阴阳之“气”相互冲和后的自然

产物。

《淮南子》 对“精气”说的发展，

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政治方面。它将

“精气”说与儒家思孟学派的“诚心”

思想结合起来，进而推阐自身的治国

理念。《淮南子》用“精气”说对“诚

心”进行新的阐释，强化后者的思想

强度。它说：“赏善罚暴者，政令也，

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

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

精气所以与之施道。”这种贯通融合

“精气”“诚心”的思路，彰显出 《淮

南子》 会通道儒、以儒补道的汉代黄

老特色，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极为强烈

的经世治国的时代精神。

《淮南子》对“气”的生命哲学审

视，突出反映在对“气和”与“气

越”的辩证思考中。对“气”的这种

调控，表现为“血气”与“志气”的

两种形式，前者是生理层面的，后者

则是精神层面的。

《淮南子》认为“阴阳之情，莫不

有血气之感”，而“血气”在世界万

物中的体现，仅为动物与人类，“血

气”使二者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其

天性得以形成的关键自然条件。但人

类 与 动 物 本 质 是 不 同 的 ，“ 烦 气 成

虫，精气成人”，因而对人类生命的

存养来说，“血气”也就具有特殊的作

用及意义。

《淮南子》的作者们具有丰富的医

理知识，书中对“血气”在人体中的

生理功能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和把

握。在此方面，可说是远超先秦道家

诸子。《淮南子》对“血气”失控之害

表现出透彻的认识：“耳目淫于声色之

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

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

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

矣。”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易于因

外在的物质欲望，引发自身“血气”

的“感动”不安，而“血气”之动又

能引发人们错谬的现实行为。对此，

《淮南子》指明解决之法，主张人们对

“血气”采取主动的调控措施，使其与

“ 五 藏 ”“ 胸 腹 ” 保 持 协 调 ， 做 到

“气”“形”相宜。

在 《淮南子》 看来，“志气”和

“血气”虽然都是“气”的具体表现，

但并不能等同，因为“血气”侧重于

生命的生理方面，而“志气”则是指

主体精神上特殊的情感、意志、意识

等心理反应。如果说前者通过人体的

“四支”“五藏”发生运动，那么后者

尽管与“五藏”也有一定关联，“气志

者，五藏之使候也”，可实际作用却是

经由主体心理活动来实现的。

因此，《淮南子》秉持老子“致虚

极，守静笃”的养生理念，要求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力求避免“躁而日耗者

以老”的弊端，做到“气志虚静恬愉

而省嗜欲”，达到“静而日充者以壮”

的良好状态。《淮南子》对“志气”之

“充”“耗”的辩证反思，赋予道家生

命哲学更为丰富的心理学内涵，显示

出汉代道家对生命主体意识变化的极

为深细的观察与思考。

“养气”与治国

由于在思想上既试图为西汉统治

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

力求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

提供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学说，《淮南

子》 对“气”的存养问题，不仅从一

般化的生命个体着眼，更是从政治化

的生命个体出发来着重探讨，追求实

现一种具有黄老治国义蕴的理想的

“养气”状态。

在道家思想史上，《淮南子》是将

“养气”与“为君之道”关联最为紧

密者。在它看来，为君者在修身上要

慎守“三关”，而这种对目、耳、口

的生命存养，都与“气”相关，只有

使自身之“形”和天地之“气”达到

协调一致的状态，才能让“三关”守

而勿失。《淮南子》 立足汉代黄老立

场，进一步融合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

心性思想，对“养气”作出治国化的

理 论 阐 发 ， 要 求 为 君 者 “ 怀 天 气 ”

“调阴阳之气”，认为这是“五帝三

王”时期的重要治国经验。在汉代好

言 “ 祥 瑞 ” 的 政 治 氛 围 中 ，《淮 南

子》 还将为君者的“养气”与其治国

实践相关联，认为：“精诚感于内，形

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

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

不溶波。”

在汉代思想家中，《淮南子》 也

是较早从“养气”视角出发，对专制

君主政治中的君臣关系予以新的阐释

者。一方面，它对君臣关系的形成与

构建，以“气”之自然相生来说明其

中政治的必然性和交互性，强调：“臣

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

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

也。”另一方面，则认为现实政治中君

臣关系的消极发展，也能从“气”的

变化中来反映，指出：“天地之合和，

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

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

五谷不为。”《淮南子》 以“气”的变

化来阐释君臣关系，并将其灾异化解

读的做法，对其后的汉代政治思想有

深远影响。

《淮南子》对“气”的辩证思考与

阐释远比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要丰富

深刻。它不但重视汉代一般化的“养

气”技术，有着“食气者神明而寿”

的世俗追求，而且更重视对“养气”

进行生命化的哲学反思和黄老化的治

国阐发。这对中国古代道家“气”论

学说的深化、拓展与丰富，具有十分

特殊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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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淮 南 子》 气 论
及 其 黄 老 治 国 义 蕴

□ 高 旭

史学漫谈

做官就是做人，其操守如何，

决定了做官的好坏，尤其是宰相这

种主持朝政、协调上下、以落实国

家大政方针为己任的朝廷重臣。态

度过于暧昧，难免为君子所诟病。

言行有失检点，恐怕为小人所利

用。不但要善于律己，而且要懂得

律人，既要管好自己，更要管好部

下，才能在朝廷各色人等间昂起

头、挺直腰。

李沆是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

任命的宰相，他手握重柄，却平和

而又知足。别人当宰相，住的是豪

华别墅，他当宰相，府第狭小，空

间逼仄，议事厅门外仅容一匹马调

头。有人劝他建座大宅子，他说：

“国家的俸禄和皇上的赏赐都十分

丰厚，按说建座宽敞的宅子是没什

么大问题。不过，正如佛典所言，

世界是有缺陷的，怎能事事圆满、

件件称心呢？建豪宅，少说也要一

二年，人生朝不保夕，鸟把巢安置

在一根小枝上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又何必劳神费力去追求住宅的宽

敞呢？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和精力专

注于国家大事上。”一个天天在名

利场上打滚的宰相，能把荣华富贵

看得如此透彻，真是难能可贵。

李沆做人方正、严格、谨慎，

既律己，又律人，尤其不喜欢部下

通过打击同僚来吹捧自己，使那些

急功近利、吹牛拍马的人无缝可

钻。知制诰胡旦因故被贬到外地任

团练副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

未见朝廷复职或重用的消息，不由

得焦躁起来。当他听说李沆出任宰

相之后，因他曾与李沆同为知制

诰，心想老同事任宰相，重用自己

还不是易如反掌吗？便以祝贺李沆

拜相为由，给李沆写了一封贺信。

在祝词之外，他又在信中历数前任

宰相的不是，说吕参政如何如何，

郭参政如何如何，辛参政如何如

何，陈参政又如何如何，只有他李

宰相才是德才兼备、众望所归，把

李沆捧上了天。李沆一看，十分不

快地说：“我难道真像信中说得那

么优秀吗？我不过是机遇比他人更

好罢了。背着人家说坏话，我是不

认同这种做法的，何况为了抬高一

人而打击四人！”李沆任相期间，

胡旦始终没得到重用。

李沆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

皇帝的工作，常常规劝皇帝做有利

于稳定、有利于团结的事情，阻止

那些不符合制度或情理的决断，甚

至不怕雷霆震怒。一天，宋真宗让

侍从拿着册立刘氏为贵妃的手谕送

给李沆，让他办理一下。李沆一看

不符合制度，当着侍从的面用蜡烛

烧掉了皇帝的手谕，并让其转告宋

真宗：“就说我李沆认为这样做不

妥。”促使宋真宗最终取消了这个

决定。驸马石保吉请求担任使相

（宋初以皇亲国戚、留守、节度使

等加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

称使相），宋真宗又来征求李沆的

意见。皇帝提拔自己的女婿，还不

是一句话的轻巧事儿？谁知李沆却

说，赏赐、加封的做法，都得有其

理由。石保吉虽是内戚，但一无政

绩，二无战功，如此加封，恐怕会

招来非议，最后硬是没让这个驸马

爷得到提拔。

看来，即便是对九五至尊的皇

帝，李沆也是严字当头，法理为

准。所以，他任相期间所处理的

大事，均能做到合理合法，深得

人 心 。 宋 真 宗 评 价 他 ：“ 忠 良 纯

厚，始终如一。”他因病去世时，

宋 真 宗 在 他 的 灵 堂 前 号啕大哭，

痛惜从此失去了一位忠诚亮直的肱

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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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宝璋

纸钞在流通过程中难免会损坏破

烂，这样的纸钞，就称作“昏钞”。

昏钞会影响正常的纸币流通，导致百

姓手中的纸币贬值。因此，政府倒

换昏钞，是树立纸币信用、维护金

融秩序的良性措施。一直以昏暴统

治著称的元代，在这方面倒是做得

不错，制定了一系列倒换的措施。

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年） 三月，《至

元宝钞通行条例》 就规定：“民间将

昏钞赴平准库倒换至元宝钞者，以

一折五，其工墨依旧例每贯三分。”

就是说元代昏钞倒换新钞，按 5:1 的

比例兑换，另加工墨钱3分。

元政府为了简化倒换昏钞手续，

便于民众倒换，并节省管理成本，对

倒换昏钞机构进行精简，废罢州郡钞

库 43 处及多余官典，将倒换昏钞事

务归各处掌管课程的茶盐运司官、路

府州县提点官兼职负责。

元政府对倒换的昏钞，要统一集

中烧毁。至元二十二年 （1285 年），

元政府规定：“所倒之钞，每季各路

就令纳课正官，解赴省部焚毁，隶行

省者就焚之。”为了防止昏钞在烧毁

前被人偷盗重新使用，或挖去其中的

面额数字接补于其他纸钞上，大德五

年 （1301年） 四月，元政府规定：对

倒换到官的昏钞，行用库首先要立即

加盖退印注销，库官清点数目，并检

查昏钞上是否有挑剜、接补、诈伪、

短少等不法行为，然后提调正官将昏

钞封存标上印记，每季于次季第一月

十五日之前，起纳课程官会同行用库

官吏一同押运省部烧毁。

为了禁止不法官吏在倒换昏钞中

多收工墨钱，或有侵盗昏钞、接补等

犯罪行为，元政府制定了有关法律条

文 ， 对 此 进 行 惩 罚 。 至 元 十 九 年

（1282 年） 十月，整治钞法条画规

定：“收倒钞，当面于昏钞上就使讫

毁印，封记，将昏钞每季解纳。如不

使毁印者，决杖五十七下，罢职。”

至元二十九年 （1292 年），御史台针

对当时发生的将倒下昏钞不使退印、

同谋分使等多起案件，重新强调对倒

换昏钞、烧毁昏钞中不法行为的防范

与惩罚，重申了朝廷在倒换昏钞中的

4项禁令。

一是对倒换到官府的昏钞，必须

随即加盖用讫退印注销，否则，提调

官、库官、库子等有关官吏必须受到

惩罚。二是对于押运省部等地烧毁的

昏钞，提点官必须认真清点，监视装

运，直到烧毁地点。如提点官不认真

负责，发生盗窃昏钞等事情，必须受

到惩罚。三是倒换昏钞时，官吏不得

刁难勒索，多收工墨钱，否则，违犯

官吏则要受到惩罚。四是平准钞库的

金银、宝钞等，各路总管和管民长官

必须每半个月核点一次，禁止挪用借

贷，否则，也必须受到惩罚。

元人郑介夫在倒换昏钞的做法

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纸

钞在使用流通中破损昏烂是正常的，

不必予以倒换。倒换昏钞只是使城市

中一小部分人能够倒换，而对于大多

数偏远地方的百姓来说，根本无法实

现。倒换的昏钞被烧毁，其中也烧掉

了一些还可使用的昏钞，这是一种浪

费，并使民间纸钞日益减少。因此，

倒换昏钞于国于民都不利。他说：

“每岁发出钞本，倒换昏钞，止收三

分工墨，可谓巧于利国，廉于取民

矣。殊不知一贯出，一贯入，钞行民

间，仅有三分，而民间之钞反损三分

也。”有鉴于此，郑介夫主张：“每岁

发出各省，勿令倒换，就支作官吏俸

钱、和买丝料等用，却以民间所出夏

税折粮、课程、赃罚诸名项钱，起解

大都，以供支持赏赐及随朝俸给，庶

国家钞本俱为实用，而钞散天下，民

亦无损，行之数年，民间之钞不可胜

用矣。”这个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符

合现实的，也得到了应用。

元 代 倒 换 “ 昏 钞 ” 的 做 法

史镜史镜

《淮 南 子》 将 “ 精 气 ” 说 与 儒 家 思

孟 学 派 的 “ 诚 心 ” 思 想 结 合 起 来 ， 进 而

推 阐 自 身 的 治 国 理 念 。 这 种 贯 通 融 合

“ 精 气 ”“ 诚 心 ” 的 思 路 ， 彰 显 出 《淮

南 子》 会 通 道 儒 、 以 儒 补 道 的 汉 代 黄 老

特 色 ， 反 映 出 其 所 具 有 的 极 为 强 烈 的 经

世 治 国 的 时 代 精 神 。

（上接 1 版） 朱德满怀深情地评价：

“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

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

组织革命军队，虽屡经失败，但他百

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

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

条件。”这是对陕甘边共产党人的高

度评价。

群众领袖是“顾全
大局”的典范

顾全大局是南梁精神的特质，刘

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是南梁精神中

顾全大局的典范。在革命斗争中，他

们不仅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而且具

有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不为一己之

私而牺牲革命利益。虽然他们在错误

“肃反”中一度遭受冤屈，但是他们

忍辱负重，严于律己，襟怀坦荡，能

够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妥善

处理党内存在的一些分歧，尽一切努

力维护党的团结，维护红军部队的团

结，真正做到了“相忍为党”。

1932年 2月，由于西北反帝同盟

军主要领导人在部队整顿问题上意见

分歧，发生了第1支队缴第2支队枪的

“左”的错误，在危险时刻，刘志丹

说：“2支队的把枪交给 1支队，不要

反抗！”他的冷静处理使事态未恶

化，保存了革命力量。1935 年 2 月，

陕甘边区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

争取得胜利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

表却无端指责南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

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主义”等错

误。面对一大堆批评指责，为不影响

团结、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刘志

丹、习仲勋等领导人没有展开任何讨

论和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而是以革

命利益为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

结。同时，为支援陕北根据地的建立

和开展反“围剿”斗争，南梁根据地

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抽调部分武器、

经费，并派出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

支援陕北开展反“围剿”斗争。1935

年9月，“肃反”开始时，多以苏维埃

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

往后方然后予以逮捕。习仲勋对此也

进行了抵制，并不顾自己可能随时遭

到逮捕的危险，坚守岗位。当时有同

志提醒他暂时离开去躲一躲，习仲勋

坚定地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

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

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

怎么能走呢？”刘志丹在“肃反”中

被关押，由于刘志丹在根据地红军和

干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根据地 300

多名红军和群众聚集到瓦窑堡，要求

见一见自己的“老刘”。迫于民意，

那些“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得不把

关押中的刘志丹放出来，跟大家见个

面。刘志丹向关心自己的干部群众挥

挥手说：“同志们，我一切都好，你

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守自己的战斗

岗位，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坚决粉

碎敌人的‘围剿’，用战斗的胜利来

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们内部的事

情，不要着急，中央来了就会得到解

决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志丹在“肃

反”关押中被党中央营救获释后，从

容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并告诫那些蒙

受冤屈的同志说：“中央来了，今后

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劝大家把过去

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要相信党中央

和毛主席会解决好的。正是靠着这种

顾全大局的精神，南梁革命根据地经

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并在革命斗争

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也是南梁革命根

据地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的核心所在。

群众领袖是“求实
开拓”的杰出代表

求实开拓是南梁精神的精髓，是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群众

领袖，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南梁革

命根据地的根本保证。他们始终坚持真

理，勇于担当，不断创新，坚持把党的

革命理论同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结合起

来，按照客观条件决定政策，独立处理

重大革命问题，对建立革命武装、创建

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

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造

性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

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南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处于

低潮时创建和发展的，这需要高超的

智慧。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建

立革命武装上，针对陕甘边地区国民

党军阀武装、地方民团武装、土匪绿

林武装等较多的实际，创造性地实施

了“三色”建军策略，创建了陕甘边

革命武装。刘志丹说：“红军一个根

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

着住，这样才能存在”。习仲勋说：

“‘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克

思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

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

的。……‘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

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

革命力量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

的开拓和发展。”为此，他们确立了

“狡兔三窟”的发展战略，成功地探

索出了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陕

甘模式”。

敢于担当，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

导，是南梁精神中求实开拓的一个重

要方面，也彰显出作为群众领袖的刘

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敢于坚持真

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在革

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等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

使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


